前  言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2002年的拉美都深受国际社会关注。
在经济领域，人们担心拉美会重蹈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的覆辙。国内外的一些媒体甚至大胆地预测：拉美将再次陷入“失去的十年”。
正如本报告各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上述担忧是多余的。然而，2002年的拉美经济形势委实令人失望。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估计，2002年，作为一个整体，拉美的经济增长率为一0．5％。不过，如将阿根廷排除在外，拉美经济的增长率则为l％。

    2002年，拉美经济形势中最大的一个“热点”问题无疑是阿根廷危机。这一危机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甚至多次出现恶化的迹象。首先，杜阿尔德总统上台后就宣布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这一大胆的选择使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强，阿根廷的国际资信也进一步减弱。其次，最高法院判决政府的银行管制措施为“违宪行为”，从而使三权分立变为“三权分裂”。再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对阿根廷的困境采取强硬的态度，因此双方的谈判长期得不到
实质性的进展。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对阿根廷的访问也无助于阿根廷经济形势。耐人寻味的是，在奥尼尔访问阿根廷前夕，一些阿根廷人甚至要求司法当局在他踏上阿根廷国土时就将他逮捕，因为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二把手以及IMF派到阿根廷的谈判代表犯有“敲诈罪”。
    2001年年底爆发阿根廷危机时，人们担心的“探戈效应”(即危机的传染性)并没有出现。国际投资者无不弹冠相庆。然而，由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愿意援助网根廷，因此，国际社会对阿根廷危机的前景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忧虑。有人甚至预言，阿根廷危机如果不能尽快得到缓解，它的负面影响将蔓延到它的邻国。这种担忧导致进入南美洲地区的外资明显减少。
    固然，乌拉圭成了阿根廷危机的第一个受害者。为了减少阿根廷危机的冲击，乌拉圭政府于2002年6月放弃了有限浮动的汇率政策，采用彻底的自由浮动汇率制。然而在实行浮动汇率制的第一天，就出现了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尴尬局面。许多人担心乌拉圭政府也会像阿根廷政府那样实施严厉的银行管制措施，于是争先恐后地提取自己的存款。乌拉圭政府对挤兑银行做出的反应就是让银行关门。在议会于8月4日通过《银行体系稳定法》和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15亿美元紧急援助后，已停业4天的银行终于在5日恢复营业。
    在“探戈效应”的影响下，巴西也于年中出现了金融动荡：雷亚尔大幅度贬值，股市暴跌，大量资本外流。必须指出的是，造成巴西金融动荡的根源除了“探戈效应以外，还有“卢拉效应”。
    卢拉是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他在竞选中多次表示，如能当选，他将与国际债权人重新谈判偿还2300亿美元外债的条件。这意味着卢拉当选后巴西可能会对其外债进行“倒账”(default)。尽管卢拉本人后来在不同场合说他的本意不是想“倒账”，但国际金融界依然心惊胆战，进入巴西的外资明显减少。
    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经济总量相当于整个拉美地区的l／3以上。如果巴西陷入危机，整个拉美地区必将受到牵连。而拉美经济出现困难，美国也会受到不良影响，因为拉美也是美国的重要出口市场。为了使巴西经济恢复平静，在美国的帮助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巴西提供了300亿美元的援助，从而缓解了金融形势的动荡。本报告中有多篇文章分析了“探戈效应”及“卢拉效应”对巴西经济形势的冲击。
    卢拉的当选充分说明，政治民主化已在巴西这个最大的拉美国家得到了确立。此外，卢拉的获胜还有其他不容忽视的政治含义：欧洲的右派势力在上升，拉美的左派势力却有东山再起之势。人们不会忘记：在1998年l2月的委内瑞拉大选中，行伍出身的左翼政治家查韦斯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竞选纲领，终于获得了56％的选票，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

    20世纪30～60年代，左翼力量在拉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一些左派政党在议会和政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拉美左翼力量的兴起与该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政党政治的不断发展密切相关。一些左翼人士甚至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其中包括主张与世界经济“脱钩”的“依附论”，以及主张用武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游击中心论”。事实上，即便在60年代和70年代，面对军政府的残酷的迫害，左翼力量仍然能在拉美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90年代前期，冷战的消失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短暂挫折，使拉美的左翼力量陷入了低潮。许多人或退出左派党，或放弃原来的政治主
张后转向右派党。曾几何时，拉美的右翼力量为能在拉美政治舞台上独霸天下而兴高采烈。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系列内外因素为拉美左翼力量重振雄风提供不可多得的契机。首先，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出现的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和社会发展倒退这种负面“示范效应”，使拉美的许多左翼人士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和拉美的最佳选择。其次，“第三条道路”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为拉美左翼力量探索自己的前途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在它的影响下，由左翼政党和进步力量发起并参加的“圣保罗论坛”甚至提出了拉美国家应该进行
“人民的革命”、“进步的革命”和“民主的革命”的主张。再次，拉美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增强，政府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地位下降。这些问题使拉美的左翼力量认识到，拉美人不能听凭新自由主义的摆布，必须与之做坚决的斗争。因此，查韦斯和卢拉的上台，无疑向世人表明，拉美左翼力量敢于向新自由主义说“不”!

    但是，必须注意到，拉美毕竟是美国的“后院”，因此美国绝对不会允许拉美国家的左翼力量接二连三地掌握政权。想当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为抵御所谓“共产主义影响”在拉美扩散而实施了“争取进步联盟”。尽管这一经济援助计划并没有彻底奏效，但它毕竟使拉美的许多右翼政权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可以预料，卢拉的胜利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调整其拉美政策，加快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用自由贸易和经济手段来拉拢拉美
国家。
    不容否认，长期以来，有些拉美左翼组织曾不择手段地用暴力手段(其中包括绑架、暗杀、炸毁桥梁和输电站)来扩大自己的声势。因此，许多人常将拉美的左翼力量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这一错误的观念，在反恐成为世界头等重大任务的今天，无疑是不利于拉美左翼力量的发展前景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拉美政治舞台上，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已不复存在。无数事实表明，拉美的左翼力量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在委内瑞拉，经过2002年4月的政变事件后，查韦斯已对其政策做出了一定的修正。卢拉在其竞选活动的后期也不时调和其竞选纲领。他在多次场合说，他上台后不会改变90年代以来巴西改革

开放的大方向。
    尽管拉美的左翼力量不会接二连三地掌握政权，但卢拉的胜利无疑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钟摆现象”在拉美政治舞台上和经济领域中是司空见惯的。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除阿根廷危机、乌拉圭和巴西等国的金融动荡、委内瑞拉的军事政变以及卢拉在巴西大选中获胜等“热点”问题以外，2002年的拉美还出现了许多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大事或重要的事态发展。限于篇幅，本报告只能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2002年拉美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似乎没有非常引人关注的变化，也没有出现世人瞩目的重大事件。当然，3月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发展筹资大会以及10月在墨西哥举行的APEC成员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无疑提高了墨西哥的国际地位。1月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了拉美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的特殊地位。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拉美国家实施了范围广、影响大、成效显著的经济改革。为了使读者对这一改革有一基本的了解，我们在本报告中设立了一个专题篇。我国学者对拉美改革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不容否认的是，拉美国家实施的改革使该地区摆脱了80年代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并克服了一些过去几十年中长期困扰拉美的问题。当然，拉美国家的改革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拉美国家必须开展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所倡导的“第二代改革”(second—genera—tion re{orms)。“第二代改革”的核心是重新确定政府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改革的社会成
本，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强化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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